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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學與政治─ ─ 以明代北京的講學為例

翁健鐘

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

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遠漸疏，並其本師之宗

旨亦失其傳，而仇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

莫甚於斯。伏讀御題朱弁《曲洧舊聞》，至遺憾於洛黨；又御題顧憲成《涇皋藏稿》，示

炯戒於東林，誠洞鑒情偽之至論也。

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明黨，明黨始終於講學，講學則始於東林。1

一

明代陽明學講學的活動近年來逐漸受到學界的注意。由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

庫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大型文獻叢書的出版，對明人文集的檢索

比過去方便許多，藉由第一手史料的閱讀，對明代思想的研究開始能夠超越黃宗羲《明儒學案》

的框架。2其中「陽明後學」的研究甚為發達，3而在嘉靖萬曆年間極為發達的王學講會活動也

被學界所重視。4但就現有的研究來看，皆偏重在分析陽明後學的具體思想內涵以及陽明學講會

1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七。
2 例如：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清華學報》31：3（2001）， 頁339-374，
即透過周汝登個人及時人的文集，證明了周汝登在學派畫分上屬於王艮的一派。過往學人對《明儒學案》學派劃分
確有少不爭議，但彭著的貢獻在於其擺脫了過去執著於心性問題的糾纏，直接以當時相關人士的看法來說明周汝登
的學派歸屬，論證極為清楚而具說服力，並進一步討論了黃宗羲何以要如此劃分，此種劃分與清初思想氛圍間的關
係為何。
3 近年來出版的專書即有：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呂妙芬，《陽明學
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3）；彭國翔，《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陽明學的展開》（北京：三聯書店，2005）。
有關陽明後學的研究概況可參見：錢明，〈陽明後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5輯（2005）。
4 例如：陳來，〈明嘉靖時期王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中國學術》第四輯(2000)；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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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基礎，對於講學與政治的關係則較不注意。這種強調社會史和思想史結合的研究取向，

儘管未必有意識，但其實同時也呼應了美國漢學界對宋代士人「轉向內在」的說法，即在南宋

以後，士人對全國性的政治事務漸不感興趣，而將眼光轉向地方，致力於鄉里社會。5

余英時先生近年來的新著《朱熹的歷史世界》6出版後，在學界引發熱烈的討論。余著極重

要的貢獻即在由政治文化的角度來重新解釋宋代道學，強調理學家的政治角色。他強調「得君

行道」仍是南宋理學家的崇高理想，政治關懷對理學大夫仍有重要意義。7

在這樣的思路下，本文試圖以明代北京的講學活動，來說明明代士人講學活動與政治之間

的關係。

二

陽明學生在京師講會的紀錄極早，且可追溯至陽明在世時，即有意派遣學生至京師，趁士

子咸集之時宣講其說。

丙戌（嘉靖五年，1526），士復當試禮部，文成命公（王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

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樸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

敦。覲試，仕子咸集，念非子莫能闡明之，故以屬子，非為一第也。」公曰：「諾。此

行僅了試事，縱得與還，尚不廷試而歸卒焉。」文成曰：「是惟爾意。」乃覓大舟，聚

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

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有及試事者，曰：「業已任之矣。」及抵都，歐陽

南野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辯證，由是公

名盛一時。8

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張藝曦，《王學、家族與地方社會——以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5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當為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2003）。
7 余英時後來為文〈明代理學政治文化發微〉，指出自明中期王學興起後，士人由原先的「得君行道」轉為「覺民
行道」，尋求在鄉里地域的經世濟民之道。
8 徐階，〈龍溪王先生傳〉，收入：王畿，《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附錄四，頁82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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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於京師講學的活動，至嘉靖年間徐階（1503-1583）入閣時，於靈濟宮講學達至最盛。

《明儒學案》稱其「學徒雲集，至千人」「為自來未有之盛」。9

徐階是明代嘉靖隆治年間的重要政治人物。對去對徐階的研究並不多，且多集中在其政治

活動，特別是其與前後首輔嚴嵩（1480-1567）、高拱（1512-1578）、張居正（1525-1582）之間

的關係。10但徐階除了官僚身分外，同時也是個陽明學的信徒，其與聶豹（1487-1563）的關係

介於師友之間，在任首輔時，推廣講學不遺餘力，並為《王文成公全書》作序並予刊刻。

徐階與聶豹的相識是在正德十五年聶豹以進士知華亭時，徐階時為諸生，豹試而奇之，啟

發以良知之學，兩人就此結成師生之緣，日後更為同僚。11

徐階正式地登上政治舞臺，應是嘉靖九年（1530）之時。其時張璁（1475-1539）上疏請更

定祀典：「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

三子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后，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

顏路、曾皙、孔鯉配之。」之後更進一步主張「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

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
12徐階上疏力陳孔子之號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請孔子封號、文廟像等沿祖制如舊。13這次

的上疏觸怒了世宗，被貶為福建延平府推官。其後多年於外地任官，歷任延平府推官、黃州府

同知、浙江學政、江西學政等。

在這外放的幾年間，徐階推廣講學活動不遺餘力，任延平府推官時，提學副使潘潢邀其講

學，約其「為正學書院之行以成端俗正物之化」，他以「己學未成」婉拒。14但至提督江西學政

時，於會城南昌建陽明祠，與歐陽德窮究心學，並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群其中，名曰龍沙會。
15這個講會的影響力在當時頗大，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魏良貴、

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皆有參與。16徐階也由這幾年的講學活動中

與陽明學士人建立了關係。

9 黃宗羲，《明儒學案》（收入《黃宗羲全集》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七、八冊），卷二十七，
〈南中王門學案三〉，頁716。

10 參閱：姜德成，《徐階與嘉隆政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這是目前唯一一本有關徐階的專著，由
書名即可知作者用力之所在。
11 聶豹，〈徐公新祠記〉，《聶豹集》，卷六，頁136。
12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五十，〈禮志〉四，頁1298。
13 徐階，〈論孔子祀典〉，《世經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集部79-80冊），卷
六，頁40-43。
14 徐階，〈復潘樸溪提學〉，《少湖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80冊），卷五，頁24-25。
15 李春芳，〈重修陽明先生祠堂記〉，《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四庫存目叢書》集部113冊），卷三，頁7。
16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三十六，〈年譜附錄一〉，頁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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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嘉靖十八年（1539），徐階以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返京，返京後與鄒守益、羅洪先、

端曉、趙時春、唐順之等人交往，切磋身心之學，為學益切。17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階入閣。三十二年（1553）年會試，各地應試士人咸集京師，遂

有靈濟宮大會。靈濟宮為北京城西城的道觀，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供奉二徐真人（五

代徐知證、徐知諤）。18

嘉靖二十三年（1544）舉人羅汝芳入京參加會試時，即「同波石徐公、中溪顏公、西石王

公、夢坡赦公、二華譚公及諸同志大會於靈濟宮。」19

在靈濟宮講會之前，王學士人在京城即有不固定的講學活動，據宋儀望的回憶，「嘉靖初，

士大夫仕于兩都者，則又聯屬同志為會，會必根極先生（按指王陽明）緒言，而各發明之。」20

如嘉靖十一年（1532）方獻夫即在京城與同志相會，自王陽明歿後，桂萼在朝，學禁方嚴，

薛侃等遭罪譴，京師諱言學。方獻夫（時任吏部尚書）同歐陽德、程文德、楊名、黃宗明、戚

賢、魏良弼、沈謐等四十餘人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21

嘉靖二十六年（1547），宋儀望中進士，時歐陽德為禮部侍郎，在京亦舉行同志之會：

予自丁未登第，則有若南野歐公為禮侍，與諸同志為會，辯論初劘，至日晐不暇休。22

相對於這些王學人士所辦的同志之會，靈濟宮講會在規模要大上許多。據《明史》所記：

當是時，德與徐階、聶豹、程文德並以宿學都顯位，於是集四方名士於靈濟宮，與論良

知之學，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於斯為盛。23

據羅汝芳的經歷：

癸丑，廷試中試。時內閣存齋徐公、部院雙江聶公、南野歐陽公、儼山周公，皆以興起

斯學為己任者，乃定會所於靈濟敂，師集同年桂岩顧公、近麓李公、洞陽柳公、望山向

17 王世貞，〈存齋徐公行狀〉，《弇州山人續稿碑傳》（《 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154冊），
卷一百三十六，頁327。徐階，〈明故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為陽周公墓志銘〉，《世經堂集》，卷十六，頁45-47。
18 《明史》，卷五十，〈禮志〉四，頁1306。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48冊 ），
卷四，頁47-48。又，《明史》卷二百九十九載：「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諤、知誨，其神最靈。
帝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遂建靈濟宮於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輒遣使問神。」
19 曹胤儒，〈羅近溪師行實（節錄）〉，收入：羅汝芳，《羅汝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附錄一，頁
835。
20 宋儀望，〈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華陽館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16冊），卷二，
頁1。
21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三十六，〈年譜附錄一〉，頁1329。
22 宋儀望，〈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華陽館文集》，卷二，頁1。
23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歐陽德傳〉，頁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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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一吾李公，會試同年昆湖瞿衩、澤峰吴公、渾庵戴公、少龍賀公、敬所王公，舊同

志善山何公、西吾張公、吉陽何公、浮峰張公、芳麓王公數十百人，聯講兩月，人心翕

然，稱盛會也。24

嘉靖三十五年（1556），又舉行了一次靈濟宮講會，這次羅汝芳趁入覲時還邀請了他的老

師顏鈞一起來北京參加：

又被近溪令太湖，入覲，忽遇江東門，苦板同旱程，敘間闊。鐸不忍堅拒，隨至北畿。

時徐少湖名階為輔相，邀鐸主會天下來覲官三百五十員于靈濟宮三日。越七日，又邀鐸

陪赴會試舉人七百士亦洞講三日。25

按顏鈞所記這次會的規模也頗大，但頗堪玩味的是，黃宗羲卻認為「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

講壇為之一空」，26且《明儒學案》中涉及靈濟宮會者對顏鈞皆隻字不提。這未必是黃宗羲的門

戶之見，在〈羅汝芳年譜〉中，對顏鈞主講靈濟宮會之事，也找不到相關記載：

歲大計，入覲。大學士徐階曰：「……。」汝芳起謝。……因謂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

今天朝可以講學，以趨端向。階遂大會於靈濟宮。汝芳娓娓發明，聽者數千人。27

故此事很可能是顏鈞的自誇之詞。

這年除了靈濟宮講會外，同志會也復行：

丙辰冬，永與沃洲呂君相遇于淮，慨然以斯會散落為念。至則吉陽何君為太僕當卿，乃

與羅子惟德、胡子正甫、鄒子繼甫輩復訂前會，自卿寺以下，常至六七十人，而又間為

小會，則惟予與何、呂二君，企二三子也。28

這個較為小型的講會正是沿續嘉靖二十六時年歐陽德所主辦的同志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在何遷的鼓倡下，又再次舉行靈濟宮講會，但這次的聲勢弱了許

多：

戊午歲，太僕少卿何遷自南京來，復推階為主盟，仍為靈濟宮之會。乃遷名位未可恃號

召，諸少年多無應者。29

24 曹胤儒，〈羅近溪師行實（節錄）〉，頁836。
25 顏鈞，〈自傳〉，《顏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卷三，頁23。
26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七，頁716。
27 《建昌府志》，卷八，〈羅汝芳傳〉，轉引自方祖猷，〈羅汝芳年譜〉，收入《羅汝芳集》，頁897。
28 宋儀望，〈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華陽館文集》，卷二，頁1-2。
29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49冊），卷二十一，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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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靈濟宮講會的一個限制，由京城高官來推動雖可號召許多人，但來參加者的心態卻

未必是誠心向學，有些僅是以此做為晉陞之階。這種趨騖的現象在萬曆時即有人批評：

嘉靖末年，徐華亭預以首揆為主盟，一時趨騖者，人人自託我道，凡撫臺蒞鎮，必立書

院，以鴆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為中

丞行臺矣。30

靈濟宮講會的最後一波高峰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時徐階已任首輔，政治聲望如日中

天。羅汝芳入覲時，徐階詢以時務，對曰：「人才為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於是聯會

靈濟宮，聽者達數千人之多。

當時的場面極為隆重浩大：

是春，外官入覲。徐存齋公倡集百官，大會于靈濟宮。外官自方伯而下，列左于堂之左

西向，京官自亞相李石麓公而下，列左于堂東向，士人以會試到京及庠生皆得赴會。31

此次盛會徐階本人因在值宿供寫青詞不克前往，手寫程子〈定性書〉一書及〈學者先須識仁〉

二篇，由其子攜至會所，與會者諷咏而商榷之。32徐階就會中所疑問者，一一批示答問，寫就

一篇〈教言〉。羅近溪錄下此文，攜到南京，交給耿定向，王畿就是在南京的講會中讀到徐階的

教言，盛讚其「一時風動之機，殆遍寰宇，明道術、正人心，是大有功於名教也。」33

隆慶二年（1568）時，歐陽紹慶（歐陽德次子）亦舉辦過一次靈濟宮講會，但只有同志數

十人參加而已。34這年徐階亦因屢次進諫而漸失隆慶意，給事中張齊等揭發其當年襄贊嘉靖神

仙土木之事，徐階請辭獲淮。35

時至萬曆以後，政權的重力轉落至張居正手上，張居正素不喜講學：

夫昔之為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

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

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

3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二十四，頁1607。
31 王時槐，《王塘南先生自考錄》，嘉靖四十四年條，頁21。轉引自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

（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頁266-267。
32 曹胤儒，〈羅近溪師行實（節錄）〉，頁839。李春芳，〈存齋先生教言序〉，《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五，
頁1。
33 王畿，〈跋徐存齋師相教言〉，《王畿集》，卷十五，頁412。
34 胡直，〈歐陽乾江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287冊），卷二十四，頁6-7。
35 有關徐階請辭之始末，可參見姜德成，《徐階與嘉隆政治》，頁323-337。該節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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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被其禍，今猶末殄 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

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勛業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

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樹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

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于所詆之下。將令后生小子何所師法耶？36

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

持郡吧，需索金錢，海內為之側目。張文忠為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而謗議之。37

總之，張居正的權位日重，反對講學的勢力也開始隨之高張。其實自嘉靖後期以來，主張講學

與反對講學的言論已隱然分成兩陣營，相互對立，最著名如張岳即上疏批評：

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於胸中。銓衡一

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殼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

曹之喧赫；居台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

然後剿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 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

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得為會中人物

耳。」……興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覘喜怒于上官，定進退之秘訣；或騰毀譽

于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間為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己私，嘵嘵不相下。……今群工百

執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贄于師弟，又非相契于朋儕，豈宜群薈州處，十五成群以惑眾聽

善乎？38

這鼓反對講學的言論一直都在，張居正並非首開其風者，但與其他反對講學者不同的是，隆慶

年後，他身處權力核力，可以申張己意來打擊士人的講學活動。

萬曆二年（1574），宋儀望陞大僕寺卿尋轉大理寺少卿，率諸縉紳偕諸覲臣講學靈濟宫。

其時學禁趨嚴，王陽明從祀的問題正引起爭論，聚訟紛紜，莫口一致，39宋儀望寫就〈陽明先

生從祀或問〉。40但該年王陽明並未入祀，直至萬曆十二年（1584）王陽明方與陳獻章、胡居仁

一起從祀孔廟。

萬曆五年（1576），京師的講學活動開始有所避忌，王畿云「京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

今因時好差池，漸成避忌。」他寫信給沈懋學，敦促其恢復講學：「所云月會之議 還望終始自

36 張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張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二十九，頁27-30。
37 沈德符，〈嫉諂〉，《萬曆野獲篇》，卷八，頁215。
38 《明世宗實錄》，卷五百四十一，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壬申，頁8747-8754。
39 有關陽明從祀所引起的爭議，可參見：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收入：陶
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釋論》下冊（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頁567-581。
40 胡直，〈大理卿宋華陽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續稿》，卷六，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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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飾門戶，求

以矯抗於時也。」41

同年，張居正奪情。這件事是張居正和講學學者分道揚鑣的重要轉折：

昔年相君遭喪，二三士紳倡議相君以□，少而讒者因乘間譖言：倡此議者盡是講學之党。

相君稍稍蓄疑，而讒者益構之。以此，相君謂：吾方欲振紀綱而講學者見以為申韓操切，

吾方欲致主安富而講學者見以為管商富疆，吾方忘家以殉社稷而講學者又見以為貪位遺

親。是今之講學，皆迂偽取名，即昔之橫議亂天下者。42

萬曆七年（1578）對講學活動是一個重大打擊，由於前常州知府施觀民科徵民力作書院，

張居正擬旨天下書院私建者俱改公廨。43

靈濟宮講會之事在明代極為轟動，徐階先後以次輔及首輔的身分主持，吸引上千人次參加。

後來天啟年間鄒元標與馮從吾首善書院講學時，也以此事作為其倡講學的根據之一。即便對徐

階評價不高，認為其「純以機巧用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的黃宗羲，

也稱徐階「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

丑甲寅，為自來未有之盛。」44

三

清代的碩學大儒紀盷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留有一則小故事：

裘文達公言：「嘗聞諸石東村曰，有驍騎校頗讀書，喜談文義。一夜寓直宣武門，城上

乘涼。散步至麗樵之東，見二人倚堞相對語，心知為狐鬼，屏息伺之。其一舉手北指曰：

『此故明首善書院，今為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

變換佛經，而附會以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

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其一曰：『君謂其黠，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

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為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源續至，

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傎乎？』其一又曰：『豈但此輩癡，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

41 王畿，〈與沈宗顏〉，《王畿集》，卷十二，頁328。
42 耿定向，〈與劉養旦〉，《耿天臺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31冊），卷四，頁50。
43 談遷《國榷》，卷七十，頁4340。
44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七，頁7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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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癡。姦璫柄國，方陰伺君子之隙，肆其詆排，而戝聚清談，反予以胁當之題目，一網

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肆者公孫丑萬章等

數人而已。洛閩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萬，梟鸞並集，門戶交爭，

遂釀為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騖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鍩，

能無責備於賢者哉。』方相對嘆息，忽回顧見人，翳然而滅。」東村曰：「天下趨之如

騖，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鬼誤耶？」 《閱微草堂筆記》，頁

3433-3434。

這則故事收入《如是我聞》中，作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距明亡已超過一百年了。天主

教堂的取代首善書院，故有其象徵上的意義，而晚明盛極一時的講學運動在此盛清之時也已風

流雲散俱往矣！

「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騖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鍩，能無責備於賢者哉。」雖是鬼

狐之言，姑妄聽之，也能見得幾分清代已大為不同的士風。

首善書院的講學，在晚明極為轟動一時。其間涉及了時為都察御史的鄒元標、副都御史馮

從吾及首輔葉向高等人。

鄒元標為江西吉水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旋因進諫張居正奪情一事而成名，被廷杖

謫戍貴州都勻衛，此後仕途並不得意，後因母憂而歸，里居講學三十餘年。45羅洪先逝世後

（1564），他可視為吉水地區的講學領袖，吉水具代表性的瀧江、仁文兩書院即由其主持。46

馮從吾則是陝西長安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因上諫而觸怒神宗，外放南京，不久

即辭官返鄉，家居講學十餘年。47他是關中地區的講學領袖。

講學活動剛開始時，是借京師附近的城煌廟進行的。馮從吾〈都門語．序〉：

京師舊有講學，會月凡三舉，自余壬辰請告歸，而會遂輟不講者三十年矣！歲辛酉秋，

起官京師，而南臯鄒公、晉菴楊公、瀘水鄒公、景逸高以、少原余公、真予曹公，亦先

後至，其他同志雲集，相得甚歡，因約會講學於城隍之道院，逢三為期，俱薦紳先生；

又增一會，逢八為期，凡舉監生儒布衣皆與焉。中午而集，酉初而散，我存李公，所謂

「人人可來，多多益善。」……嗚呼！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京師首善之地，乃四方之

所則倣者也。今各省俱有學會，而京師獨無，其何以為四方倡？況今值國家多事之秋，

正當講學以修文德，使首善之地，有唐虞三代之風，其於世道人心，豈曰小補之哉！48

45 《明儒學案》，卷二十三，〈江右工門學案〉八，頁617-619。
46 關於鄒元標與吉水地區的講學活動，參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頁159-179。
47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甘泉學案〉，頁984。
48 馮從吾，〈都門語．序〉，《馮少墟續集》（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1997〕14冊），頁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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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萬曆二十年（1592）後京城再沒有講學活動了。這並不難想見，萬曆二十一年內閣首輔

王錫爵與吏部尚書孫鑨相抗，主持考察的孫鑨盡黜執政私人，令王錫爵大為不滿，導致閣部、

朝野互相批論，此後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及三年一次的外察皆為政壇派系的攻訐焦點，也是各黨

勢力消長的關鍵，尤以萬曆三十七年（1609）的李三才事件以及萬曆三十九年（1611）的辛亥

京察為最。49處於此種風雨欲來的氣氛中，要在京城辦講學是有極大困難的。

而參與城煌廟講學的士人也都有其背景，除前述鄒元標主持江西吉水書院，馮從吾主持關

中書院外，高攀龍是東林書院的要角，余懋衡則主持徽州紫陽書院，在「各省俱有學會」的主

事人群聚京師，成立了首善書院「為四方倡」，這是很具有象徽意義的一件大事。50

天啟五年，御史張訥奏毀天下講壇提及：「計海內為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

如江右、如徽州，不為不多矣。若輩以為散處於野，未若彙集於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

故實逼處此，與皇上爭統一之大權。……蓋今日之邪黨雖斥，而南北主盟互相頑長，如孫慎行、

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尚無羞也。」51張訥所稱的四個書院，其主事者皆參了首善書院講

學的活動，可見這個書院在當日受到注目的程度。

事實上，要在京師成立書院講學，並不是沒有反對聲浪的，當時初任御史的黃尊素即直言

規諫：「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52

成立之初，以鄒元標和馮從吾兩人主講，兩人之學術風格並不相同：

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證，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併禪機

玄旨而包括于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

超，又若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于規矩準繩彝倫物理尺尺寸寸，不少逾越，與

世之高譚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53

而在講學內容上，則約定：

約會講學於城隍之道院……是日也，不設酒醴，不用柬邀，不談朝政，不談私事，不談

仙佛，千言萬言語，總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

及高皇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言。

49 有關萬曆年間的京察與言官論爭情形，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頁19-30。
50 小野和子提出「書院網絡」之說，認為當時逐漸形成全書性的書院網絡，首善書院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
見：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李慶、張榮湄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57-162。
51 《明熹宗實錄七年都察院實錄》，天啟五年八月八日，頁1138-1139。
52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53 葉向高，〈新建首善書院記〉，《馮少墟續集》，頁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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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原先有意參加的鹿善繼就曾對講學的內容有所批評：「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

用之人矣。」55，遂決定不往。

但即便在他們如此緊慎小心不要與政治局勢扯上關係，書院成立不久後，即有科臣上疏指

摘，最主要為朱童蒙、郭允厚及郭興治。

天啟二年九月庚子，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上疏攻擊鄒、馮：

兵科部給事中朱童蒙以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等於都城創建講堂，恐開門

戶，疏請極行禁諭言：昔在皇祖時有理學之臣顧憲成、郭正域開講東林，其初亦以發明

聖賢蘊奧，開示後學，豈不甚善？建從遊者眾，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東林之徒以自

矜諍，甚至學士儒主挾之以扞文網，冠裳仕進借之以黨援。……二臣一旦復為擇地建壇，

招朋引類，況又在皇都之內，賢否輻輳之處乎？臣謂今日之人心猶昔日之人心，將來今

日之講學猶今日之講學者也。56

在其上疏後不久，鄒、馮兩人即上疏辨解，鄒元標舉了隆慶時徐階講學的前例：「記得隆慶丁卯

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

相業。」57馮從吾則更是氣壯直言：

竊稚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

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

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

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58

天啟二年十月，工科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再度上疏攻擊，但此次講學之事只是上疏的藉

口，真正的焦點都集中在鄒元標身上，牽涉到他在當時幾個政治事件中所持的立場。郭允厚丁

卯疏云：

講學要在體認，乃憲臣之體認，何如也？爰書欲就，堂上投筆而問彌佗，訊語未畢，簷

下笑語而談世家。語言文字之外，致兩臣各去其官。後先遲速之間，令諸賢不安其位。

54 馮從吾，〈都門語．序〉，《馮少墟續集》，頁697。
55 黃宗羲，〈諸儒學案下二．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明儒學案》，卷五十，頁。
56 《明熹宗實錄》，卷二十六，頁1302-1303。
57 鄒元標，〈陳共學之原以定眾志疏〉，《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25-26。實錄亦收有此疏，但內容未及《鄒
忠介公奏疏》所錄完整，故以下鄒元標疏皆引自《鄒忠介公奏疏》。
58 〈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28。



12

遙望奴鋒之慘目，方欲更畿輔以薇藩逆；知妖焰之駭人，便欲裁近郊之牙閫。更可疑者，

憲臣之望成於疏論，江陵舊相不肯奔喪而被廷杖旨也，乃舊相蒙後謚之日，正當憲臣出

山秉憲之會。果前日之論是，則今日當為力爭以完自己之本色；果今日之蒙恩是，則前

日何用抗疏以擅無窮之聞譽？豈學問亦堪阿世而會講總不越事情耶？內察在邇，憲臣以

宿望之身處尊巍之位，日開一會講之局以號招天下，一時爭趨，竊恐賢者未必附，附者

未必賢，陰為乘而顯為用，空善類而禍國家，所關匪細。59

鄒元標的回疏則云：

但云致兩臣各去其官，得無以過庭訓、潘汝禎二人乎？臣正求之語言文字外，臣自為臺

綱，似不必過為左袒也。以後先遲速之間，諸賢不安其位，得無以張慎言、安伸二人乎？

慎言介特自持，不肯輕留，安伸臣奇其品，彼自過激，臣臺中資序，外人不得知，成規

具在也。奴酋悔禍則已，如不悔禍，永平薊遼間不大，作磐石之基，臣不知所底，異日

或有思臣言者，爾近畿開府可裁，不獨臣一人言也，至滅慷慨言事者之心，欲借公道下

石等語，臣茫然不知所對，不知誰氏。至謂勝敗不必分，功罪不必辨，今日正當滿眼敗

局，罪當重而入者，爰書具在，臣何輕重之與有。張居正相幼主十年，昧人臣小心之義，

取喪子亡家之祻，昔議其罪，臣非私意，今錄其功，臣付公論，此心如衡，不能為人輕

重，必欲臣出一言，爭以成已之是，亦小之乎？眎臣而允厚未習臣深，臣實無此塵情也。

且臣昔疏亦嘗偉其才、嘉其志，後在掖垣疏中亦言人悄反覆，大學士于慎行大為擊節，

六垣送臣文可查。60

比較兩人的奏疏，稍可釐清雙方的爭議。郭允厚封奏疏中質疑了鄒元標幾件事：一、「語言文字

之外，致兩臣各去其官」是鄒元標考劾過庭訓、潘汝禎之事。據實錄，天啟二年三月鄒元標考

核云：「庭訓六年考滿，例應考查下河南道查覈，而汝禎考語有嶽峙淵涵，金和玉節語，以頌先

聖者頌廷訓。況兩臣嘖有煩言，為臺中所不滿，臣等職總臺綱不敢不言，并乞敕下令，後臺中

考語不得如前譽過其實，上命依議申飭。」61可見事由是過庭訓考期屆至，潘汝禎在考語上過

於溢美，且兩臣「嘖有煩言，為臺中所不滿」，所以被鄒元標彈劾下臺。62二、「後先遲速之間，

令諸賢不得其位」比對鄒元標的奏疏，應是指御史張慎言、安伸兩人資序的爭議63。三、「知妖

焰之駭人，便欲裁近郊之牙閫」是指當時廣陵兵敗，鄒元標主張退守山海關，裁撤關外之兵鎮。

59 《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七，頁1344-1348。
60 鄒元標，〈懇賜歸田疏〉，《鄒忠介公奏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81冊），
卷五，頁36-37。
61 《明熹宗實錄》，卷二十，頁1008。
62 鄒元標申飭過廷訓、潘汝楨的奏疏可見：鄒元標，《鄒忠介公奏疏集》，卷四，頁37-38。
63 張慎言、安伸二人事，另可見：鄒元標，《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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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舊相蒙後謚之日，正當憲臣出山秉憲之會」則是指張居正追謚一事。神宗朝時鄒元標上疏

抗言張居正奪情而遭廷杖，這件事是他政治生涯的起點，也是他後來名聲奠基之所在，但到了

天啟還朝之時，鄒元標卻主張追諡居正，故被郭允厚批評「果前日之論是，則今日當為力爭以

完自己之本色；果今日之蒙恩是，則前日何用抗疏以擅無窮之聞譽」，鄒元標面對此質疑的回應

則是一切秉公處理「昔議其罪，臣非私意，今錄其功，臣付公論」。

十月壬申，郭興治又上疏攻擊鄒元標：

元標諭御史馮三元云：是非不必太明。年來是非之不明多矣！而復倡之曰「不必太明」，

將言官杜口，流品莫分，功罪可以糊塗，賞罸可以顛倒乎？臣有一喻，請無罪其不恭：

佛教之旨，原以戒殺戒溢戒淫，今白蓮教倲頭，日日殺人擄掠，猶曰：吾奉佛奉法，死

必生天也。今之講學者不幸類此。乞敕憲臣實實講孔孟真學，勿徒以口耳搖惑清議。64

鄒元標回疏則云：

方具疏間，復見給事中郭興治一疏，臣始知是非不必分明語，為馮三元傳臣言發也。三

元初起官，見臣，臣即語之曰：往事再勿提。渠曰：是非卻要說明。臣說之曰：今之邊

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為愈，不謂臣欲他山之石，竟違浚恒之

戒，臣之過失矣。省臣謂無是非之心等語，則無惻隱之心非人，又非孟子之語乎？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為真心之是非，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謂熊廷

弼失封疆乎？爰書具在也；謂三元昔時去國乎？則上已賜環矣。是非未嘗不明也。而臣

所謂不必太分明者，亦未嘗不有當萬一。即方從哲一疏，滿朝以酖毒為言，臣謂姑待千

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証也。今廷弼所少者惟一處。廷弼處法不能獨處，如尚書，如

侍郎，如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累累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皇上初登寶極，才

二年所，老成守法，議獄緩處之意，非過也，非獨臣一人言，爰書末後語可繹也。65

此次則是攻擊鄒元標「是非不明」，有違其都察御史職掌。鄒元標則回應說他所說「是非不必分

明」是指對已經過去的政事就不要再反復糾纏爭執了，並舉了方從哲紅丸案及熊廷弼失守遼東

兩事為例來辯解。這其實也反映了鄒元標年老後一反年輕時諫張居正奪情的衝動，而轉為一種

較為圓融調和的態度。

由郭允厚與郭興治的上疏來看，講學本身已不是他們關心所在，攻擊的對象其實是鄒的人

格操守。鄒元標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職，對於其人品操守的要求固然高，但究其真正的原因，

正在郭允厚所說的「內察在邇」，擔心其「日開一會講之局以號招天下，一時爭趨」，進而導致

64 《明熹宗實錄》，頁二十七，頁1357-1358。
65 《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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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者未必附，附者未必賢，陰為乘而顯為用，空善類而禍國家」。

天啟二年為壬戌，應行外察，隔年則為癸亥，行京察，連著兩年考察，東林黨的人物還集

結起來準備成立書院講會行號招，對魏忠賢等人來說，自是如芒刺在背。

在這幾波接二連三的攻擊後，首善書院講學的學者紛紛請辭。鄒元標、馮從吾數次請辭最

終獲准，66其餘人等如高攀龍、周宗建、何喬遠、葉向高雖上疏請辭未獲准，但最終書院講學

是無以為繼了。

天啟五年八月壬午(六日)，御史張訥上疏奏燬天下講壇：

伏乞敕下各省直撫按官，但凡有書院處所，盡數折改，將房屋田土逐一登報，亟行變價，

解助大工，不許隱漏，其或見任官員有枉導會講，騷擾一方者，嚴加禁止。至若孫慎行、

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位尊勢重，未經處分，恐根株不拔，引蔓牽藤，為害更烈，

乞聖斷施行。得旨：這都城書院作忠臣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

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

如鄒元標，少負忠名，出山僚倒，其身雖死已久，然臣姦依勢之惡尚存，著削了籍，仍

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名雖假手理學，行無異乎市井，或通關節，

而居之不疑，或躬窩主而靦顏無恥，甚至假仙惑世，吞產謀孤，讀至此，令人髮指，此

三員都著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67

在鄒元標、馮從吾去職後，首善書院已改作忠臣祠。在張訥的上疏後，即行拆毀：「棄先師木主

于路左。壁有記為葉向高文、董公其昌書，並碎焉。」68接著不久徐光啟將請改為西洋曆局。69

四

由以上兩個在明代政治史上具重要代表性的案例可看出，明代士人講學與政治之間的糾葛

逐步加深的過程。靈濟宮講會之時，主持者包括徐階、歐陽德、聶豹等人，皆為陽明學的提倡

66 《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24-67。《馮少墟續集》，頁746-750。鄒元標辭了六次方獲准，馮少墟則辭了五次。
67 《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二，頁2911。
68 孫承澤，《廣府廣記》，卷三。
69 崇禎二年徐光啟修曆時於首善書院故址建立曆局，入清後，傳教士仍居此修《時憲曆》，日後併為天主堂，相關
的歷史演化可參見：祝平一，〈〈御製天主堂碑記〉與清初的天主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2(2004)，
頁39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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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們利用考察及會試之年，各地地方官及與試舉子咸雲集京師之際，舉辦講學活動，成功

吸引了一大批士人來參與講學活動。而平時分處不同地域的陽明學士人，也藉此進行學術上的

交流。

儘管靈濟宮講會規模極大，但我們也不可過於誇大了其在當時的作用，有幾個重要限制：

一、參加的士人雖多，但到底他們身分為何？（四方名士還是四方計吏？）70是如何被動

員的呢？檢視上面所提的幾次講會活動，「入覲」及「會試」是反覆出現的字眼，可以推想當年

靈濟宮講會的大部分成員是接受考察的地方官以及赴京趕考的士子。71癸丑年（ 嘉靖三十二

年，1553，）同時舉辦外察及會試，所以參與講會的人數極多。

這些多是趁入覲、計偕之年參與講學活動的士人，我們很難評估他們對王學或當時政治局

勢發自真心的關懷有多少。事實上在當時即有不少人批評這些參與講會的人用心不純：

階既尊信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

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眾，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為奸利，海內苦之，

頗指以歸咎階。72

其時即流傳有一軼事，某貴臣欲籍講學謀高名，一日喝醉酒後由小吏送至講學之處，下馬後即

席坐定鼻息如雷，眾不敢言亦不敢睨，至結束後仍由小吏領走，渾然不知何事。73

二、在推動講學的重要高官不在位後，往往人息政亡，講會也迅速衰落。這也是京城講會

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地方性質的講會，由於可獲得地方家族的支持，學者可透過親緣或姻親

關係來發展其人際網絡，同時周遭地區的學者也多有往來，即便某地原來主持的學者赴其他地

方或過世，也可透過其他鄰近地區的學者來維持講學活動的不綴，所以有些地方的講會可持續

達百年之久。74

靈濟宮講會利用京察來推廣講學之舉，也開啟了日後萬曆年間利用京察行黨爭的先聲。《明

70 「四方計吏」意指進京接受考察的地方官員。明制「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歲，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
裁，五品以下分別致仕、降調、閑住為民者有差，具冊奏請，謂之京察。自弘治時，定外官三年一朝覲，以辰、戌、
丑、未歲，察典隨之，謂之外察。州縣以月計，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歲計，上之布政司。至三歲，撫、按通核
其屬事狀，造冊具報，麗以八法。而處分察例有四，與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廢，謂之大計。計處者，不復敘
用，定為永制。」《明史》，卷七十一，〈選舉志〉三，頁1723。
71 李春芳亦有此說：「京師同志之會，每三年一大舉，天下之述職暨與計偕者咸與焉。」李春芳，〈存齋先生教言
序〉，《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五，頁1。「述職」意指外任官員向朝廷陳述職守，「計偕」意指舉人赴京會試。
72 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五，〈徐階〉，頁21。
73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卷二十一，頁14。
74 關於王學士人如何與地方家族相結合來推行講會，可參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該書特
別以江西的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來做深入的個案研究，但須注意到的是，江西地區原是王學特別發達之處，而吉水、
安福兩縣是王學「草根化」特別成功的例子，不能視作普遍的現象。一般地區的講學活動多依違在京城講學和吉水
安福講學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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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云：

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至萬歷時，閣臣有所徇庇，

間留一二以撓察典，而群臣水火之爭，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傳中。黨局既成，互

相報復，至國亡乃已。75

而至天啟年間的首善書院講學時，儘管主事者皆極力聲明他們意在講學不在政治，但由參

與人員多為東林人士出身，以及成立時間在京察前一年的敏感時機，註定了他們無法擺脫政治

糾葛的命運。

75 《明史》，卷七十一，〈選舉志〉三，頁1724。


